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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军旅和军旅生活在当代的意识形态建构中，

成为一种有些神秘的存在。如果没有军旅文学，

也许我们就很难了解这一特殊社会存在的生存现

实和精神面向。在这种意义上，军旅文学以及相

关的艺术形式似乎天然地被赋予了书写现实的重

任。只不过，特殊性总是受制于一般性，军旅文

学的现实书写一样困境重重。傅逸尘的文章对此

进行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文学如何表达现实文学如何表达现实””讨论之十二讨论之十二

■看小说

鲍十《东北平原写生集》
消逝的爱情和村庄

鲍十的小说《东北平原写生集——小说二题》（《红岩》2014年
第4期）以牧歌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追溯过往、审视当下，风格鲜明、
意蕴悠长。

小说中，“滕家渡”讲述了1968年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一个令
人揪心的爱情故事。滕家渡屯位于“宽河”边，朱景昌和阙亚芹自
幼青梅竹马，互生情愫。朱景昌的“家庭成分”不好，是“富农”，属

“黑五类”子弟；阙亚芹则是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女儿。这份
原本纯洁美好的爱情就这样因两家的“阶级立场不同”受到了阻
碍。阙亚芹的父亲得知女儿已怀孕，立刻打电话给公社保卫组，说
朱景昌“强奸妇女”，让他们来抓人。朱景昌惊恐之下跳进宽河溺
亡，阙亚芹闻讯后发疯，也跳了河，两人都只有18岁。作者意味深
长地说：“瞧，转眼已过去了40多年。”——如今，爱情虽不会因为

“家庭成分”夭折，可这般生死相许的爱情在哪儿？
“走马川”则将笔触伸向了当今：一个“明朝的时候就有了”的

走马川屯，如今人去屋空，人们搬往镇里、县里、深圳、三亚甚至俄
罗斯、加拿大，仅剩下的一个住户也即将搬走，“房屋会渐渐倾塌，
会长满荒草……屯子不复存在”，惟有小东霞独自去邻村上学，在
寒冷冬天的雪地上留下的“清晰的小脚印”，在读者的脑海里无法
消散。小说中，诗人为“消失的村庄”写下了无奈而怅惘的诗句：

“小女孩的足迹，似是一首挽歌/献给炊烟和屋檐/歌词里，有不灭
的月亮和灶火……”

吴君《这世界》
善因与恶果

吴君的作品善于发掘人性中隐秘的、甚至是邪恶的一面，而作
家真正的胆略并非在性事、血腥方面的大胆，而在于对人性的深度
开掘。短篇小说《这世界》（《南方文学》2014年第6期）以平静温
和的笔调，叙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

德远老人把失去双亲的侄子王泉从乡下接到城里，并把他一
手养大。回乡后的王泉从泥瓦工做起，终于当上包工头，成了“老
板”，令德远老人由衷自豪。他在千里之外的城里享受着退休生
活，也坦然享受着“恩人”的美誉，“每次耳热心跳，他都相信是家里
人，围在一起念叨着他，当然是念他的好”。王泉知恩图报，打来
电话请叔叔回去体验一下“有车有房”的荣华富贵。这是德远老
人一直在等待着的事情，接到电话，他兴奋、憧憬，然而，“施
恩者”和“报恩者”之间的故事，暗礁密布，发生过什么只有他
们自己清楚。德远老人归乡“赴约”，先是在醉酒后感觉自己像

“被抛上了天，在天上看着所有人笑”，醒来却躺在一张破床上，
衣服被水淋透，鞋子里灌了小孩的尿——王泉要用这样的方式让
他体会一下饥饿、寒冷、求人施舍的感觉，并彻底揭开了当年“因为
我，你得了单位多少钱”的老底，还有“四处混吃混喝”的资本、众人
的尊重和赞美……

在表面的“善事”、“好事”背后，究竟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动机
和利益？残忍的“报恩”方式，又有多少合情合理之处？善因结出
恶果，我们只能感叹“这世界”人心不古，乱了，变了。

（刘凤阳）

■短 评

永不远去的声音
——评陈灿的抒情诗 □耿建华

上世纪 80 年代，陈灿以他裹挟着浓烈
硝烟味的战地军旅诗步入诗坛。他的作品，
无论是早期在猫耳洞里创作的诗稿，还是近
期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与思考，都显示了一种
战士般激荡的青春与澎湃的诗情，体现了一
个战士诗人不屈的精神品格。

如同诗集《抚摸远去的声音》的名称一
样，陈灿在诗歌中记录的军号声、枪炮声、手
术台上的电钻声以及母亲看见重伤儿子的
哽咽声已随着那场逝去的战争渐渐远去
了。但是，那些声音坚硬的内核却仍如雷鸣
般冲击轰响着，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情感和
灵魂。这声音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年轻爱
国者情感的真实记录，是共和国战士足音的
真实记录。

一个正在为美好梦想奋斗的国家，需要
的正是这样有血性的声音。陈灿的诗歌是
来自中国军人的血性呐喊，体现了共和国之
子的忠诚和勇敢。陈灿说：“按响枪的音键/
让激情用一串闪光的辞藻/响亮起——高亢
与豪迈”。

在那场远去的战争里，陈灿与他的战友
们用生命谱写出青春的壮歌，他用诗句描绘
出这样悲壮的画面：“你依然用双臂作桨/挪

动生命的船在血海中奋争/那浮雕般的头颅
依然向前/猩红目光的闪电/依然追求着尊
严的根”。诗歌所表现出的景象像是刻在纪
念碑上的画面。历史会记住那些为国捐躯
的英烈，他们的壮烈并不能因为战争的远去
而淡化，应该也必须成为激励后辈青年的精
神力量。

陈灿把战壕比作一条清醒的神经，比作
一根清醒的战争之弦。他还把一座座坟茔
和列队的墓碑比作“鲜血浮起的星星”、“一
条条竖着的银河”，他把受伤战士的双拐比
作双桨，“摆渡着一只受伤的船/摆渡着一个
不屈的灵魂/在生活的海洋里拼搏远航/生
活的最强音是你击响/人类最绚丽的浪花在
这里竟放”。这些战地诗歌，有的是他在猫

耳洞里写下的，有的是他重伤后在病床上口
述由护士记下的。敌人的枪炮没有吓倒他，
严重的伤残也没有击倒他。在病床上两年
之后，他坚强地重新站立起来，继续自己精
彩的人生。

他是英雄，但却没有被掌声陶醉，他甚
至“怕那掌声”，因为“你永远不明白那么多
战友的腿/为什么要用掌声来迎接”。陈灿
是清醒的，他知道，“为了生活充满歌声/我
们才冲进硝烟/悲哀只属于遗忘/新的旋律
正在胸间飘荡/拄着双拐走在人生的大地
上/更加坚定 铿锵作响——”

在那场战争过去 26 年之后，陈灿写下
了《八月》这首诗，他感叹：“今天 在你灵魂
驻守的地方/那些浮躁的植物正在无节制疯

长/匆匆而过的脚步来不及停下/向你投去
关注的目光”。

尽管陈灿理解和原谅人们这种遗忘和
漠视，但他自己却永远不会遗忘。因为他深
知：“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多少年来，无论
环境与身份如何转换，陈灿一直没有被世俗
纷扰打乱自己前行的步伐，始终以一个战士
的姿态，坚守在灵魂的高地上。

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诗人情感更加丰富，
阅世更加深刻。在《重温红色经典》组诗中，
陈灿说：“我就是要在这块搬动一张椅子/也
会流出血来的地方/挪动江山/给我一个支
点/地球就是我手中的一只杯子/让我们共
同举杯把生活的/酸辣孤苦一干而尽让甜美
的/琼浆把大地灌透”。

这就是一个战士的声音，同时也应该是
一个民族的声音，有了这样充满自信和力量
的声音，千难万苦也难以阻挡生命的青春、
祖国的青春。

陈灿又用他的诗歌呼唤着青春中国，
要“让甜美的琼浆把大地灌透”，他说：

“只有不断从历史的馈赠中汲取钙质/才能
挺直现实的脊梁”，这正是陈灿诗歌给我们
的启示。

《桃花红杏花白》 是阎雪君的“乡村
三部曲之一”。小说由对生活感到绝望的
城市教师邵瑞到桃花峪支教起笔，通过对
宋小蝶、燕百合两位悲剧女性生命轨迹的
追寻，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的变革与
动荡。在灵与肉的交织中揭示了大变革背
景下的美丽与丑陋、人性与兽性、失落与
救赎。

阎雪君笔下的桃花峪既弥漫着田园牧
歌式的乡间小调与诗情画意，也充斥着延
续千年的民间巫术和神鬼迷信。在这片远
离喧嚣的乡土山，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
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
民智未开的旧风陋俗相互衍生。

为了生存与发展，桃花峪的视野逐渐
超出了乡土。两位女主人公放弃了土地，
走上各自不同的经商之路，和宋小蝶的小
媳妇面馆以及燕百合的澡堂开张遥相对应
的是传统乡村社会模式根基的动摇，如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那样，农民
一旦离开土地，那些因为土地而连接起来
的聚落的温情也会随之消失殆尽。

尽管小说关注的视角始终在乡土，但
是不可否认，这种乡土更多的是一种商业
化的乡土。它虽然具备一切乡土文化的外
在元素，但是其内涵和实质却带着城镇化
的影子。但它又和真正的城市格格不入，

它属于城乡之间藏污纳垢的灰色地带。
在这里，人们暂时解除了最初与土地

之间的终身契约，从聚落的罅隙中解脱出
来，满怀憧憬，意气风发。当物欲的色彩逐
渐占据上风，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始一点点
崩溃，随之而来的便是精神世界的无所适
从与心灵世界的无处安放。

宋小蝶从一名勤劳朴实的面点老板退
化为一名依靠皮肉生意牟取暴利的黑心商
贩，她的悲剧不是个人的，而是一种社会转
型期普遍存在的疫症。旧的乡土模式的消
弭和新的发展模式的缺失，让许多动荡的
心灵在金钱权力的诱惑下迷失本性，一错
再错。

小说中的“性爱”描写不再是生命力的
影射，它更多作为一种庸常的生活必需品，
象征着强大命运笼罩下脆弱灵魂的苦闷与
挣扎。作为一种肉体和心灵双重扭曲下的
释放方式，性爱更多承担了符号的作用，既
是主体精神瓦解的旁证，又昭示着物质与

精神双重负荷下人性的集体失落。
感情生活对桃花峪的乡民来说，似乎

是非常奢侈的享受。几乎死亡的婚姻，可
以像植物人一样地生存。婚姻死亡的夫
妇，常常处于麻木的状态。

小说中，宋小蝶和燕百合的婚姻是悲
剧的，她们是家族的牺牲品，以“换亲”
的方式嫁给了自己不钟情的“残缺”男
人。对她们而言，夫妻间的性爱不是一种
欢愉的体验，而是一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
折磨。反之，宋小蝶与廖大同的私通、燕
百合和邵瑞的野合则充满了生命的律动和
激情，这就从另一个维度上赋予了性爱反
叛与抗争的意味。她们与异性以这样不伦
的方式结合，不仅体现了她们对悲剧命运
的自觉抗争，更是在释放自我的道路上孤
注一掷。

《桃花红杏花白》的情节安排上带着沉
重而悲怆的宿命的影子。燕百合作为作者
重点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但充斥着“家族遗

传式”的悲剧因素，而且在庸常的世俗生活
中总是遭逢各种意外的灾难，每一次试图
改变现状的努力都以失败收场。

然而，燕百合虽然屡遭挫折，却从来
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希望，“贫困的生活
非但没有减退她爱做梦的喜好，反而越是
贫穷，她越爱做梦，生活中缺少的往往在
梦里会得到”。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她是
一个睁着一只眼睛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
及温和的嘲讽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把
她的玩世主义和慈和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
人。

在生活的磨砺面前，燕百合始终保持
着一个人的自尊、道德、底线和坚守，像一
朵开在山野中的野百合，不卑不亢，不急不
躁，怀揣梦想，坚守希望。

在作者的笔下，燕百合是一个殉道者，
同时又是一个救赎者。如同耶稣被钉在十
字架上殉难的同时，也宽恕了人类诸世的
罪恶。生活的挫折带给她的打击让她更加
茁壮地成长，她不仅救赎了自己，也救赎了
对世界感到绝望的邵瑞，挽回了他将死的
肉体与灵魂。

在燕百合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作者
对社会冷静而严肃的观察以及用以救赎世
人的济世理想。小说因此闪烁着悲剧之
光，照耀着这个不甘寂寞的世界。

夹缝中的那一丝阳光
——读阎雪君长篇小说《桃花红杏花白》 □笛 声

“新军事变革”背景下的“战场”重塑
□傅逸尘

不得不说，近年来，真正描写当下纯粹的军营生活的作品
实在太少了，少到几乎被悬置和遗忘的地步，对现实的担当几
乎无人理睬。这样讲并不是说军旅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现实
格局中已经式微，情况正好相反——21世纪初年的中国文学
恰恰以军旅长篇小说为主潮，建构起了国家民族的“主流意识
形态”，并对社会思潮与人们的精神理想施加了极其重要的影
响。但回顾这一主潮时不难发现，构成军旅长篇小说的主体
部分却是历史与传奇。

当代读者对历史与传奇的迷恋显然与理想的虚无和思想
的贫乏有关，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人们轻易抛弃的革命
理想与道德伦理重新成为一种思想资源与理想乌托邦。问题
是，这一源自革命战争时期并延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理
想与道德伦理毕竟已经远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它可以在某
一瞬间抚慰人们空幻的心灵与浮躁的情感，却不能真正解决
当下人们的思想困惑与精神虚无。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
来的“新历史小说”及“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历史性宿命。

换句话说，文学终究还是要面对当下现实，还是要面对当
下生活存在，面对人们的思想与精神的困境。无法要求作家
们都要在自己的作品中给出挣脱这一困境的方式与方法，但
作家一定要去触碰它，这才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才是真
正的文学之境。用文学滞后说来搪塞远离现实的现象，恰恰
说明其并没有进入文学的本质，甚至是一种反文学。对书写
当下现实的强调并不拘泥于生活的表层，而是关乎对时代精
神的把握与表现，对人性深度的探索与掘进，对生命存在的丈
量和关照。

当下军旅小说总体上落后于军旅现实

卢卡契曾说过：“一切伟大艺术的目标都是提供一幅有关
现实的图画。”长久以来，当代军旅文学始终坚守并积极拓展
现实主义的精神与品格，积极表现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历史
和如火如荼的军队建设实践。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小说的复
杂性，而表现这种复杂性，是抵近现实的重要一步。然而伴随
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勃兴，快餐化、欲望
化、世俗化、私语化写作泛滥，很多作家放弃了知识分子精英
文化的立场，远离了生活的“现场”，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
难以与现实生活“同频共振”。有的作品观念陈旧、缺乏时代
精神，有的一味追新求异，脱离部队实际，还有一些天马行空
的作品过分沉溺于对“现代化”武器装备和“高科技”战场态势
的精雕细琢，而忽略了对生活本相的探寻、对人物心灵的描摹
和对军人精神世界的关照，因而整体上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
反映和认知意义。

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之所以无法真切地表现军旅现实生
活，甚至远远落后于军旅现实生活，一方面是因为军旅作家对
日新月异的军营生活的陌生，当下的部队现实生活变化实在
是太大了。正像柳建伟所描述的那样：“在这十几年，我们军
队的建军思想、指导方针，已经与时俱进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甚至是变革，已从‘打得赢，不变质’，经过‘三个提供一个发
挥’，发展到了今天的‘能打仗，打胜仗’；在这十几年，我们这

支军队已经初步进入由传统的陆海空一体、陆军独大到陆海
空天电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的新时期；在这十几年，我们这支军
队已经初步完成了由机械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的飞跃；在这
十几年，我们这支军队官兵的成分，受教育的程度，接受新观
念、新思想的能力和速度，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甚至，
连征兵的时间都从冬季改到了夏秋季，以至于陈怀国的小说

《毛雪》中的第一句话——“当天空降下第一场毛雪的时候，我
就当兵了”已经成为“50后”、“60后”军旅作家们遥远的怀想与
记忆。

另外一方面，军旅作家对“军事科技理论”的陌生和对我
军“高科技变革”与“现代化进程”的疏离，也使得深刻介入当
下部队生活、真实塑造“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成为一种“有难
度的写作”。相较于战争历史题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
上，21 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现实题材写作都更显孱弱。
部分军旅长篇小说，即便从题材上看，虽然表现或涉及了部队
现实生活，但却远未体现出军旅文学应有的“强健而充分”的
现实主义精神和崇高、阳刚的文学气质与美学品格；未能深入
到军旅生活的深部、细部，未能切中时代精神的脉搏，未能跟
上新军事变革前进的步伐。

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大量应用，使得战争形态发生了根
本性的转变，亦引发了军事思想、组织结构、军队编制、训练方
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可以说，新军事变革的新奇图景已经
远远超越了作家们的文学想象，军旅文学落后于新军事变革
实践是不争之事实。从内部看，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军
队也面临着改革和调整。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影响，功利
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冲击对军营文化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从
外部看，近年来，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日益恶化和战争威胁的
逐步升级，亦为人民军队的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一
切为了打仗”、“能打仗、打胜仗”成为全军上下高度一致的目
标和追求。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现实，军旅长篇小说作为一种重型文
体即使无法从战略和技术层面及时跟上新军事变革快速跃动
的节奏，至少应该从价值立场和精神取向层面发出自己强硬
而积极的声音。毕竟，军人的思维与普通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军人血液里流淌的首先是“英雄主义”和“尚武精神”。从某种
意义上说，军人是为战争而生的，没有了战争的支撑，军人身
上所负载的诸如崇高、英雄、伟大等象征性的精神存在便无所
附丽。在当下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传统的“英雄主义写
作”被注入了新的时代主题，发生了本质性的新变，对“战场”
的想象性、模拟性重塑，既凸显了英雄传统和崇高精神的继承
与弘扬，更使得“战争伦理”在和平状态下的新型高素质军人
身上焕发出了时代的新意。围绕着对“战争伦理”的重建与阐
释，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现实题材创作寻获了新的资
源与视角，对军旅现实生活的反映力度也得以加强。

虚拟的“战场”与和平年代的“战争焦虑”

统而观之，当下军旅长篇小说对“战场”的重塑主要包含
着以下两个向度：一是在和平环境下建构对抗性的“战场”形

式，通过演习、突发性军事行动或对过往战争的回忆来“虚拟”
战场环境，“设计”战争行动，书写新型高素质军人的英雄情怀
和使命担当。如苗长水的《超越攻击》、徐贵祥的《特务连》、刘
猛的《狼牙》《利刃》、冯骥的《火蓝刀锋》《我雷了》、刘克中的

《蓝狐突击》等作品。《蓝狐突击》描写的是“80后”、“90后”的官
兵，他们用青春的热情让和平年代的军营精彩纷呈。他们有
的敏感、孤僻甚至叛逆、激进，但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肩负
的使命，从来没有停止对战争的警惕和准备。他们在痛苦中
挣扎、在情感中徘徊，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体验战争、感受战
争、触摸战争、理解战争，为的是当有一天战争来临，他们能够
主宰瞬息万变的战场。

刘猛的《狼牙》突出塑造了刘晓飞、林锐、张雷、方子君、何
小雨、刘芳芳等“70后”新型军人群像，与以往背负着国仇家恨
而从军的革命军人不同，他们自愿放弃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和充裕的物质享受，依凭着对父辈军人血统的继承和理想信
念的坚守而选择了艰险多舛的从军之旅。小说以改革开放和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转型为背景，以新一代年轻军人的成长历
程和心灵轨迹为主线，在社会与军营价值观念的碰撞中，突显
了诸如牺牲、奉献、勇猛、坚毅、顽强等军人品格。《狼牙》中的
所有主人公都是天生的战士，其存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战
场。战争结束了，但战士还存在，此种悲剧性矛盾构成了极具
煽动性和感染力的戏剧冲突。

《狼牙》对战场的“虚拟”，既不同于柳建伟《突出重围》中
的“演习模式”，也不同于其他网络“铁血小说”对未来战争场
面的逼真呈现，而是借助于突发性军事行动，将和平与战争状
态对接，让主人公们在日常生活与战斗行动中跳入跳出，为平
庸的现实生活增添了一抹激情的光泽。小说中的老中青三代
军人，对于战争尽管有着不同的生命体验，但却葆有相同的军
人理想，即“军人生而为战争”，和平亦是战争的延续，他们的
生活状态被圈限，价值判断被纯化，理想追求染上了浓重的浪
漫主义色彩。这种对“战争伦理”的追求与坚守，在同时期的
市场经济浪潮中无疑是弱势而失语的，在以金钱与利益为核
心的社会整体价值取向面前，他们的个人命运注定是孤独与
悲壮的。因之，小说中对同志情、战友爱的极力渲染，对军人
爱情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呈现，便不再单纯是吸引读者眼球的
噱头，而是在小说的文本内部建构起了不同家庭出身、不同知
识背景、不同现实处境中的军人们对“战争伦理”的集体认同。

二是围绕战争准备和部队建设，抒发和平年代军人的“战
争焦虑”，表现新型高素质军人“能打仗、打胜仗”的坚强决心
和理想信念。如王玉彬、王苏红的《惊蛰》《黑鹰基地》、徐贵祥
的《明天战争》、周大新的《预警》等作品。在21世纪初年军旅
长篇小说中可以看到，战争焦虑和战争渴望已经上升到国家、
民族和军队集体的高度，成为一种普遍且有代表性的军人职
业情绪。这种转变，我想除了作家本体创作观念的因素，最重
要的原因来自于文学以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也日益复杂和迫切，中国军队和军人的战
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亟待加强和调整。战争焦虑和战争渴望
之所以被提升至主题层面进行表达，正是基于“现实生活内

容”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明天战争》中以岑立浩为代表的一代
军人在时代大潮的反复冲击下矢志不改，对部队现实满怀忧
患之情，时刻站在部队改革和发展的前沿等待“明天战争”的
召唤。《惊蛰》围绕着空军高科技变革进程中，新旧两种训练体
制和思想的激烈交锋，以及战争观念和意识的艰难对立展开
故事。以萧广隶、季浩苏为代表的新一代高层军官身上凝聚
着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他们对军队现实状况的担忧和焦
虑，以及在“明天战争”中大显身手的豪情和勇气强烈地感染
和震撼了读者。刘健的《战士》叙写的是一群个性叛逆的青年
学生参军来到边疆，他们渴望以青春热血在战争中燃烧激情、
建功立业；然而，军旅生涯的短暂与在国界线上日复一日的守
望，使得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灵煎熬。他们对战争的焦虑和
渴望更多的是存在于心灵世界的躁动不安和脑海深处的激情
想象。

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中的“新型高素质军人”们在时
代大潮的反复冲击下矢志不改，时刻站在部队改革和发展的
前沿等待“明天战争”的召唤。“战争焦虑”与“战争渴望”既是
小说情节的内在推进力量，同时又构成了作品的主题和意义
内核。这一主题所表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不仅切中
了当前新军事变革的现实脉搏，强化了军旅长篇小说直面“明
天战争”的硬度和质感，同时也在广大官兵和普通读者中间产
生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和不可估量的精神动力。

守望军旅生活的“现场”

抵近新军事变革大潮下激情燃烧的军旅生活“现场”，不
仅需要作家们具有广博开阔的文学视野，更需要具象细腻的
写实能力。军旅作家们需要持续跟踪并深刻认识新军事变革
对军旅现实生活的影响，将创作的笔触伸展到整个民族、国家
转型巨变的时代脉搏上，敢于挑战并直面现实题材这一“有难
度的写作”。

守望军旅生活“现场”可以说是军旅长篇小说作家正在追
求的文学理想与写作姿态，而“有难度的写作”对军旅长篇小
说的文体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考验着军旅作家的文学
立场与写作伦理。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不仅要及时地反
映现实生活，更要积极地介入现实生活；不仅要塑造出和平年
代的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更要彰显出立足“敢打必胜”的军
人本色和壮志豪情。


